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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治道”是中国传统思想特有概念。传统“治道”概念包括“道统”和“治统”两个层面含

义，且“道统”引领并指导“治统”，均承载着丰富的超大规模国家治国理政经验，蕴含着中国悠

久的政治文化-心理基因。其特有的价值理性色彩、人文文教思维、本体-本源追求，以及整体

性目标关切，均能对当下西方舶来的“治理”概念起到很好的充实和补缺作用。中国“治道”对

“治理”概念的丰富和完善，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一是天人合一之天道皈依，这是中国“治道”

的基本依据和总体旨归，唯有遵循普遍规律的主观治理行动才具有正当性。二是天民合一之民意

导向，这为传统“治道”确立了合理化目标，指出了理想化人本价值方向。三是礼乐教化之人文关

怀，这是中国“治道”的基本价值底色，儒家“治道”是中国传统政教文明的主流。四是整体和谐

之生生相映，中国传统“治道”思想是在整体和谐大背景下来思考治国理政系列问题的，使得古

代治理活动总能在天道-人道、人文-物性互嵌互释中自洽运行。五是士君子人格之弘毅担当，中

国古代“治道”历史有着独特的“士大夫政治”文化传统，士大夫既是政治-行政事务的承担者，

也是人文教化事业的设计者。六是天下为公之大同秩序，这是中国“治道”的终极价值追求和理

想目标，建立天下大同的社会与心灵秩序，一直是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的不懈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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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

座谈会上讲话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

必由之路。……更重要的是，‘第二个结合’是又

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

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

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1]该讲

话从思想解放的高度，强调了“第二个结合”的

重要性，为我们正确研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明

了方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中国式现代

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必须

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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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P11)；同时指

出，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2](P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脉，是悠久而灿烂

的中华文明。中华民族拥有源远流长的政治、历

史和文化传统，承载着所有中国式现代化的创

新发展基因，更是我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源头活水。作为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治道思想蕴含

着丰富的大型国家治国理政智慧，中国传统治

道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必能对实现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大有裨益。

一、治道概念溯源及其历史演进

（一）治道概念溯源

“治道”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特有的概念，最

早见于《墨子·兼爱中》：“天下之治道也，不可

不务为也。”[3](P307)墨子认为，天下治道的根本

原则就是“兼相爱、交相利”。《管子·侈靡》曰：

“以政治道，则约杀子。”[4](P704)《荀子·正论》

针对“乱今厚葬饰棺”之世俗情状，认为“是不

及知治道”造成的局面。[5](P338)荀子把当时猖獗

的盗墓之风归咎于天下无道、治道失序。

法家也经常使用“治道”概念。《韩非子·诡

使》篇谓：“圣人之所以为治道者三。”[6](P410)《韩

非子·八经》篇则说：“凡治天下，……则禁令可

立而治道具矣。”[6](P430)《吕氏春秋·知度》云：

“……治道之要存乎知性命。”[7]( P10 92)在先秦

时期，庄子对于“治道”的论述最为全面。他在

《庄子·天道》篇中说：“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

明天而道德次之，……骤而语形名赏罚，此有知

治之具，非知治之道。”[8](P399)庄子把对“治道”

的理解分为九个层次，并把其分为“治之道”和

“治之具”两个层面。

先秦时期，尽管含义有所差异，儒家、墨

家、道家、法家、杂家等诸学派均已开始使用

“治道”概念。秦汉以降，“治道”概念开始广

为传用，儒家尤甚。逐渐在思想和实践层面，

形成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儒家政治文化传统。

及至宋代，达到顶峰。北宋初期学者的论著中

尚较为少见，但自北宋中期以降，在王安石、二

程、朱熹等人的著作和文集中，“治道”一词出

现的频次越来越高。《宋史》中更是出现了65

次，为二十四史之最。[9](P197)“治道”是宋代道学

的核心关怀，并深刻影响后世学统和道统。

（二）中国传统治道的历史演进

学者黎红雷把中国传统治道的历史演进分

为三个阶段：“先秦时期的‘原型’阶段、秦汉

隋唐时期的‘成型’阶段、宋元明清时期的‘转

型’阶段。”[10](P36-45)“原型”阶段，在诸如“制

礼作乐”“礼崩乐坏”的社会转型中，传统治道

奠定了自己的思想根基，形成了自身的基本要

素。“成型”阶段，在诸如“秦用法治”“黄老之

治”“独尊儒术”“贞观之治”的变奏中，形成了

传统治道“霸王道以杂之”的格局。“转型”阶

段，在诸如“宋初新政变法”“道学建立”“破块

启蒙”“洋务维新”“辛亥革命”的典型事态中，

传统治道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并为未来中国

走向政治民主化、经济现代化、管理科学化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综上，“治道”一词已深深嵌入到各家各派

经史子集的思想体系中，儒家更是其典型代表。

无论在政治-行政理论方面，还是在政治-行政

实践方面，“治道”理念都已成为政治决策者和

行政策略实践者共同奋斗的目标，都丰富了古代

中国政治文化思想。“治道”内涵涉及古人“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所有方面。在形而上层面，

它包括诸如天道观之天心论、本体论、本源论，

人道观之人性论、认识论、价值论等方面内容。

在形而下层面，则包括诸如民心观、君道观、人

才选拔观、礼法制度观、社会秩序观、经济发展

观、人伦教化观、军事治边观等方面内容。“治

道”内涵的形而上和形而下两个层面，也是互相

链接、辩证统一、互为映射的关系，常常围绕诸

如“天人关系”“道器关系”“名实关系”“有无

关系”“动静关系”“知行关系”等议题展开关

联性论述或讨论。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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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治道思想一直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

部分，并发挥着引导性作用。

（三）中国传统治道：道统与治统相结合

传统“治道”概念包括“道统”和“治统”

两个层面含义，且“道统”引领并指导“治统”。

“道统”涵指政治建设与发展的基本原则和价

值方向，它是国家政权合法性和政府治理正当

性的凭借，也是国家统治不成文的宪法，需要

士君子以天下为己任，在与君王“共治”天下

时，在弘道和卫道过程中，时刻将此守护于心

于行。[11](P116)“治统”则涵指国家具体事务性层

面的行政-社会活动，为了政府治理有序和社会

维持有常而采取的具体方式和手段。“道统”是

本、是体、是源，“治统”是末、是用、是流，“道

统”高于并优于“治统”。

从理论分析角度，我们可以把传统“治道”

分为“道统”和“治统”两个层面，但在实际的

政治-行政运作中，“道统”的精义和“治统”

的意蕴是密不可分的。“道统”的基本原则和

普遍规律就蕴藏在“治统”的具体行为和方式

中，“治统”的实践操作和路径选择又会处处彰

显“道统”的价值追求。离开本源-本体的“道

统”，“治统”将会因失去精神理念的内核而变

得枯燥而苛刻；同样，离开具体形式的“治统”，

“道统”也将因失去实践可行的抓手而变得虚

无缥缈。“道统”突显价值理性的诉求，“治统”

则彰显工具理性的旨归，在中国传统治道中，

相对于工具理性的“治统”，拥有价值理性至

高权的“道统”处于统摄和导引的地位。两者体

用、本末、源流的位次关系不可混淆，“道统”与

“治统”的结合，也必是在此种位次关系的背

景下来进行。“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

器。”[12](P295)作为形而上的“道统”与形而下的

“治统”，其实也是一种“道”与“器”的关系，

“道”存“器”中，“器”载“道”义，两者须臾不

可离。“道统”与“治统”相互融合、彼此映应，

互相结合于“形”，即具象的实践理性活动中。

在具象的实践理性活动中，价值理性和工具理

性得到充分融合，彼此互证互诠，价值理性精神

得以饱满高扬，在价值理性精神规约下，工具理

性也始终归于正途，并时刻诠释着价值理性的

人文-人性内涵。至此，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互

融为一，“道统”与“治统”也统合为一体。

二、中西政治文化交融视域中的
“治道”再解读

（一）西方政治学视野中的“治道”探义

道统、学 统和政统一直 是学 界 探讨儒家

“内圣外王”思想的主要背景，同样也是研究中

国传统“治道”思想的基础。20世纪与21世纪

之交以降，西方政治学开始对此产生较大影响，

不少学者开始从西学视野来分析包括传统“治

道”在内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最早系统对之

进行论述的，当属新儒家学者牟宗三，他以现

代政治学为视角，专门对“治道”概念进行分析

认为：“政道是相应政权而言，治道是相应治权

而言。中国在以前于治道，已进至最高的自觉境

界，而政道则始终无办法。……吏治相应治道而

言，政治相应政道而言。”[13](P65)在牟宗三看来，

传统“治道”概念只与“治权”“吏治”相关，无

涉政治和政权，传统“政道”概念却付诸阙如。

这种评论显然不符合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实践

的实际情状，这种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无政道

之治道”的“西方话语中心主义”式论断，只能混

淆相关论述。其实，牟宗三的“政道”与“治道”

观念已经被传统上经常使用的“治道”范畴所涵

盖。即使从现代政治学的视角，也包括了诸如政

治、政权、治理、治权、吏治、文治、法治等相关

内容，只是所使用的概念名词不同而已。

与牟宗三不同，同时期的新儒家学者钱穆

则在参考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的同时，坚持认

为每一个国家的政治-行政体制机制的设计与

运转，一定要结合本国的历史文化实际，只有符

合本民族发展与建设实际的制度才是有生命力

的。他指出：“我认为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

生。……我们若不注重本身人事，专求模仿别人

制度，……那是何等的愚蠢。”[14](P1)这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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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显然囊括了加持政治-行政制度根基的自有

的文化-心理传统，而已经把“政道”涵义包括

在内的“治道”传统更是其囊括的对象。唯有正

视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并把“治道”概念在中

国传统的整体意义上来使用，我们才能更为合

理地理解其奥义。“治道”概念脱胎于传统文

化思想，典型地反映了传统政治-行政的理论与

实践。无论是作为“治道”主体的士大夫群体，

还是作为“治道”客体的庶民，抑或是为了“治

统”落地而实施的各种方案及政策，其核心价

值理念都必须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集中彰显

“道统”精髓的传统文化-心理结构及其内容不

可或缺，所有的“治道”人事活动也都必须在此

整体完备的时空中实施才合理有效。

无独有偶，与牟宗三、钱穆同时代的徐复

观，也以西方政治-行政为参照系，把“治道”

放在中国自身传统政治发展脉络中来考察，并从

“君道”与“民意”相对视角，讨论了古今政治

的“权原”问题。他认为：“中国过去所谈的治

道，归根到底便是君道。这等于今天的民主政

治，‘权原’在民，所以今日一谈到治道，归根到

底，即是民意。”[15](P272)和牟宗三不同，徐复观不

但把“权原”归属于“治道”，而且把古代君主

政治也都纳入“治道”范围，进而使得其相关分

析更加具有中国本土化风格，也实现了对原生

形态意义上的中国传统“治道”概念的理性回

归。从政治主体性来看，中国传统政治有着强大

的民本主义思潮，但这也仅限于理论层面，而从

实际层面来观察，君主才是政治主体，如何化解

这二者之间的矛盾一直是历代政治家绕不开的

难题。徐复观曾从“格君心之非”的角度，即从

提高君主的德行与德量的角度来试图化解这个

难题，纳谏、改过、罪己、受言、忏悔则是君主德

行与德量的主要内容。在中国士大夫政治传统

中，君主一定是士君子群体的楷模和表率，也一

定是“道统”的最佳践行者，这也是君子能够和

士大夫群臣“共治”天下的基础。如果君主能够

正确践行“道统”所赋予的精神理念，就会得到

士大夫群臣的拥护，天下就会大治，反之，君主

则会得到大家的否决和抛弃，如果此时士大夫

群臣也不能很好地团结图治，天下可能就会大

乱。直言之，作为价值理性的“道统”原则，君

臣必须戮力同心坚守，而且即使在作为工具理

性的“治统”方式与手段那里，也必须全方位贯

彻“道统”原则，唯有如此，君道和民意才能相

向而行。

（二）当代中国治理实践中的“治道”新诠

在当代学者中，从中国治理实践出发，并创

造性地使用“治道”概念来分析当下政治-行政

问题的学者逐渐增多。王绍光以“政体”与“政

道”范畴来分析中西方政治的异同。[16](P90-118)他

的“政道”范畴包括“治道”和“治术”两个方

面。“治道”指的是治国的理念，是政治的最终

目的，也是理想的政治秩序，类似于上文所说的

“道统”。“治术”则是指治国的具体方式，包

括治理国家的体制机制、政策方针等，类似于上

文所说的“治统”。王绍光运用“政道”范畴对

儒家、法家、墨家、道家的“治道”与“治术”给

予了详细论述。同时认为，和西方只是关注政

治制度或政治体制的“政体”思维不同，中国政

道思维在考虑问题时，更能从中国传统的整合

意义上来分析，它不仅仅重视“制度”，而且重

视制度背后的历史文化-心理传统，重视与时俱

进的政治-行政变化的实际，即钱穆所谓的“人

事”。同时，政道视域的范围也比政体大，并且

其价值理性的旨归也比政体思维更加丰富而明

确，即使是其制度性的设定，也充满着人文-人

性的关怀。2014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王绍光的两部著作《中国·政道》和《中国·治

道》，均以中国式政道思维来探讨中国国家制度

建设和社会建设中一些最前沿的问题，进而对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许

多创见。

徐勇在当代中国治理现代化命题下论述了

“治道”范畴，从基层治理创新中梳理了中国

“治道”的内容和特点，并指出基层“治道”的

未来发展路径。徐勇认为，从20世纪90年代引

入“治理”概念到2012年后“治国理政”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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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定，“治理”概念实现了创造性转化。中国

“治道”命题的提出，使得“治理”概念具有了

总体方向和根本原则的规约与引导，“治理”行

为与方式据此才更有合理性、正当性和可持续

性。“治理”（governance）主要指公共权力的运

用形式、方式和手段，侧重工具理性的形式因。

“治道”凭借实践，则强调反映普遍规律和发

展方向的原则和依据，属于价值理性的质料因。

徐勇从治理实践中总结了七个方面的“治道”经

验：“人民具体化、目标责任制、办事简约化、对

象精准化、重心下移化、方式集成化、链条节点

化等”。[17](P5-9)同时，也指出了未来在基层治理

创新实践中探寻“治道”应当把握的五个方向：

激发活力、减轻压力、强化动力、提升能力、注

重合力等。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以降，在政治学

或公共管理领域，其他学者在撰写文章或论著

时，冠用“治道”一词的频次也在逐渐增多。与

此同时，“治道”概念也逐渐进入政治-行政实

践层面，成为现实政治生活中最具有中国气派、

中国风格的话语之一。

黎红雷一直从事中国传统治道及其应用研

究，据此最早系统建构了儒家管理哲学体系，

并进一步首倡和开拓了“企业儒学”新学科。

自2005年以来，黎红雷主编《中国传统治道研

究丛书》已陆续出版十余部著作。黎红雷认为，

“太平盛世”一直是人类社会美好的追求，而作

为中国传统“治道”思想核心议题的天人合一、

知行合一、心性合一、情景合一、道器合一等理

念，都是和谐政治-社会秩序的理论和实践基

础。天下和谐秩序的达成，北宋大儒张载的“横

渠四句”理想，在当今中国的善治实践中，实现

梦想的脚步必然越来越近。

三、中国传统治道对“治理”概念
的丰富和完善  

（一）西方治理概念的起源及缺陷

在《说 文 解 字》中，“ 治”被释为水的名

称，[18]( P 227 )“理”则指攻玉治玉的方法，引申为

遵循规则、秩序办事之意。[18] ( P15 )荀子首次把

“治理”一词合用，其曰：“然后明分职，……莫

不治理。”[5](P239)此后“治理”概念逐渐被使用，

但真正使得该概念进入中国政治-行政理论与

实践层面，并成为高频词，已是20世纪90年代

的事情。当时，为了区分治理（governance）与统

治（government）而发轫于西方的治理革命，席

卷了全球各个领域，中国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

界也深受其影响。关于此种影响的相关研究，

国内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治理行为多具

有工具理性色彩，其技术性特征大于价值性特

征。俞可平是其代表学者。二是认为西方治理

理论具有明显的民主化和现代化色彩，价值理

性色彩有所增强，人们开始对工具理性进行系

统的反思剖析。其核心是个人权利为中心的社

会中心主义。杨光斌是其代表学者。三是认为

在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人们开始对传统公共

行政和官僚制理论进行批判反思，借此推动了

新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并最终促成了

西方治理革命的兴起。但西方的治理概念空洞

而混乱，内涵不清，意蕴不明，外延无边，华而

不实。治理（governance）与统治（government）、

管理（management）的区分依然模糊，从政府

向治理的范式转换仍旧没有完成，人们对平衡

把握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态度与能力依然不

足。王绍光是其代表学者。

整体来看，治理（governance）概念出现伊

始就具有强烈的工具理性色彩，突显技术性、形

式性、过程性特征，注重方式和手段。虽然弗朗

西斯·福山曾试图对其进行修正和调整，[19](P412)

但治理（governance）天然缺乏价值理性色彩，

弱化治理行为背后的普遍原则和根本依据，轻

视人性化、理想化的目标导向，淡化治理内容之

间的整体性和关联性意义，一直成为其突出存

在的理论和现实问题。鉴于此，当前中国治理理

论如何能够突破工具理性主导的研究范式和惯

性，如何能够让相关理论研究更有中国本土政

治实践特色、更能体现中国政治主体特性和历

史特性，应当成为我们探讨的重要议题。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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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

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20](P75)中国传统“治道”

思想，包含“道统”与“治统”两个维度，均承载

着丰富的超大规模国家治国理政智慧和经验，

蕴含着中国悠久政治文明的历史与文化-心理基

因，其特有的价值理性色彩、人文文教思维、本

体-本源追求，以及整体性目标关切，均对当下

西方舶来的“治理”概念起到很好的充实和补

缺作用。即使是“治统”本身的工具性色彩，也

极具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对于形塑当代中国

特色政治-行政文化模式，必将大有裨益。

（二）中国传统治道对现代国家治理概念

的完善

中国传统治道对现代国家治理概念的丰富

和完善，主要体现在如下六个方面。

一是天人合一之天道皈依。“究天人之际”

是中国传统“治道”思想的核心话题，先哲前贤

总是借“天道”谈“人道”，在保持与天道宇宙

法则相和顺的前提下思考人事行为规范问题。

“天人合一”之天道是中国“治道”的基本依据

和总体旨归，唯有遵循天道普遍规律的主观治

理行动才具有正当性，相应政治-行政行为也才

具有价值和意义。“天道”即“天命”，起源于殷

代具有“天帝”宗教色彩的“天命”神灵信仰，

在西周逐渐被赋予理性和德行品格，殷周之际

天命观念的骤变，使得“敬德”“保民”理念成为

“天命”观的核心。据此，以“以德配天”“天命

有德”的天道观成为中国“治道”遵守的基本价

值信条。“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

教。”“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矣，成之者

性矣。”在命—性—道—教逻辑中，人才能继善

成性、知行合一，才能在“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的天人一体大化流衍中成就“治道”功业。在

依顺天道的天人合一格局中，“道统”引导“治

统”，天道逐渐被型塑成具有信仰品质的诚敬

对象，并深深嵌入到华夏民族的政治文化-心理

中去。

二是天民合一之民意导向。民为邦本，中

国“治道”有着坚实的民本根基，“民为贵，社

稷次之，君为轻”[21](P328)，养民富民教民一直是

中国古代政府的首要职能。在夏殷及董仲舒时

期，虽然超验天帝及天人感应思想曾一度抑制

民心的自主地位，但自周代以降，天心即民心，

“帝以天为制，天以民为心。民之所欲，天必从

之”[22](P28)，天民合一之民意论天命观就一直成

为传统民本思想的主旋律。在古代政治思想中，

曾有过天命论政权合法性和民心论政权合法性

的论争，前者以董仲舒为代表，后者则以王符为

代表，前者接榫于商殷时期以“上帝”“天帝”

为核心的天命观，后者则链接于周代“以德配

天”的民心-民本观。王符认为之所以“国以民

为基，贵以贱为本”[22](P2718，P105)，就是因为“民

安乐，则天心顺；民愁苦，则天心逆。”“顺天心

者，必先安其民。”[22](P105)王符以现实的“民心”

彻底改造了缥缈的“天心”，用“民之所欲”的民

意完美定义了“民心”，并以此论证了当时政治

的合法性和行政的正当性问题。天民合一之民

意导向为传统“治道”确立了合理化目标，指出

了理想化人本价值方向，从理论和实践上，深

刻影响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发展和衍化。

三是礼乐教化之人文关怀。礼乐教化之人

文关怀是中国“治道”的基本价值底色。远古帝

舜曾命契为司徒，使其专职“教化”工作，让其

敬敷五教以安民众。孟子则进一步把司徒的工

作界定为倡导和遵循五伦。五伦有序，则政治-

社会秩序可定。先贤在教化人伦时，包含乐教，

认为庄重典雅的音乐可以“和正以广”“故天

子之为乐也，以赏诸侯之有德者。德盛而教尊，

五榖时熟，然后赏之以乐。”[23](P995)以人间和谐

秩序为指向的礼乐之人文教化功能，自西周后

期就钻嵌到华夏人文文化体系中，并成为“道

统”规约“治统”的基本依据。“乐者天地之和

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

皆别。”[23](P990)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儒家依然承

继先王“明德慎罚”[24](P359)、以刑辅教的精神，

提出政刑德礼并用，德主刑辅、教化为先的“霸

王道杂之”[25](P195)治道模式。孔子认为只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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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以德，齐之以礼”，人们的内心才能“有耻且

格。”[26](P12)即使是在儒法互补、儒表法里的“治

统”格局中，儒家的礼乐教化之人文政治关怀，

依然是中国传统政教文明的主流。

四是整体和谐之生生相映。整体和谐思维

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致思方式。在中国先哲

看来，全部宇宙就是一个整体动态和谐的生命

有机大系统，其间所有人、物、事、情均互通互

联、互映互摄、互依互为。中国“治道”也同样

遵循这一思维模式。中国最古老的整体和谐观

念模型，应该是《周易·系辞上》的太极模型，

其描述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

象，四象生八卦。”[27](P293)金、木、水、火、土五

行相生相克，为我们进一步型构了系统中各要

素的彼此平衡影响的过程。先秦时期，周太史史

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命题。[28](P29)孔

子的学生有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26](P8)孟

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21](P86)

荀子说：“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5](P164)

及至宋代，张载指出：“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

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29](P10)并据此首

次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的范畴。周敦颐则作

《太极图说》详细解读了整体和谐模型，其云：

“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

也。…… 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

无穷焉。”认为宇宙万物生生不息，互相作用，

相互链接，进一步诠释发扬了“天地之大德曰

生”“生生之谓易”的思想传统。[27](P282)中国传统

“治道”思想正是在整体和谐大背景下来思考

治国理政系列问题的，且将问题安放在大化流

衍之生生互映中去讨论，使得古代治理活动总

能在本源-本体、天道-人道、人文-物性互嵌互

释中自洽运行。

五是士君子人格之弘毅担当。中国古代“治

道”历史有着独特的“士大夫政治”文化传统。

士大夫是官僚和学者文人两种角色的结合体，

他们既有着一定官职的 社会 地位，也有着 读

书人的深厚的文化学识教养，并且始终担负着

“道统”的历史使命。一身两角色的“士大夫”

及其政治-行政行为，虽然在秦代遭到排斥，但

汉代以降，遂逐渐成为政治-行政主体。[30](P11-12)

当时的士大夫既是政治-行政事务的承担者，

也是国家-社会人文教化事业发展的设计者。

肩负双重角色，决定他们同时担负着政治和文

化两种功能。在中国传统“治道”政治文化观

念中，士大夫的理想人格也被诠释为“君子”人

格。君子治国，一直是士大夫政治-行政的核心

理想目标，所以这种崇德向善、崇文向学，且弘

毅担当、拥仁护道的有德有位之群体，也被称

之为“士君子”。简要言之，作为“治道”主体的

士君子人格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内在超越

之天人合一仁道境界，以义为上之包容和谐人际

关怀，修齐治平之责任担当家国情怀，与时俱进

之自强不息创新守业，尽心知性之正己正人成己

成物。这五个方面的人格维度相互凭借、彼此涵

摄、辩证统一，共同诠释着士君子的伟岸形象。

六是天下为公之大同秩序。天下为公之大同

社会秩序是中国“治道”的终极价值追求和理

想目标，其美好蓝图首次展现在《礼记·礼运》

之《大同》篇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是谓大同。”[23] ( P582)囊括各家思想精华、具有

浓厚儒家色彩的天下大同“治道”目标，不但

集中彰显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而且其

影响力持续至今，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提供了

中国样板。建立天下大同的美好社会与心灵秩

序，一直是历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的不懈追求。

中国“治道”思想一直有着倡导天下主义的“道

统”，儒家更是其典型代表。《尚书·洪范》曰：

“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24](P306)孔子一

直追求“天下有道”的格局，认为“一日克己复

礼，天下归仁焉”。[26](P123)《大学》更是把“平天

下”作为志士仁人的最高眼界。[31] ( P 2)《吕氏春

秋·贵公》篇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

天下也。”[32](P25)及至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

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均把天下观念提高到

超越君主观念的位次，并把天下之事的核心要

义归之于天下百姓的利益安危上来。“天下主

义”主线一直贯穿中国“治道”思想始终，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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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大同秩序理念的逻辑起点，深深影响着中国

传统政治文明发展全过程，其思想精华为当今

构建全球治理体系，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提供了鲜活的中国方案。

四、结语

中国传统治道思想博大而精深，其中蕴含

着丰富的治国理政智慧，对于构建当前国家治

理体系和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将具有重要

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传统治道集中体现着中国

传统政治文明的典型特点，其天人合一之天道

皈依、天民合一之民意导向、礼乐教化之人文关

怀、整体和谐之生生相映、士君子人格之弘毅担

当、天下为公之大同秩序等思想，对当下西方治

理的诸多困境和弊病将是一剂纠偏良方。这些

独具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治道理念，不但有望

补正和完善西方治理缺陷，而且对全球治理面

临的共同问题，以及如何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

目标，提供独特的分析思路和破解方案。中国传

统治道思想在贡献自己的思路和方法的同时，也

实现了自身理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进而彰显了中华传统政治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

发展韧性。

中国传统治道在对现代国家治理概念进行

补足和补正的同时，也与时俱进地提升着自身的

理论品格和内涵质量。中国传统治道思想在当

代国家治理的实践场域中守正创新地实现了自

身的现代属性。中国传统治道正是在传统-现代

的螺旋提升发展中，不断给中华文化自信和历史

自信提供了一个又一个精彩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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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lightening and Perfecting the Concept of  Modern State Governance Performed by 
Traditional Chinese Way of Governing

LI Shengnan & FANG Jun
Abstract: The way of governing is an inherent no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thought, including two 

senses: Confucian orthodoxy and governance orthodoxy. With the former leading and guiding the latter, 
both carry very rich experience in governing a super-large-scale country and in attending to state affairs, and 
contain time-honore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al-psychological gene. With its value rationality hue, humanistic 
and cultural education thinking, noumenon-origin pursuit, and the holistic goal concern, Chinese way of 
governing plays a favourable role in enriching and complementing the concept of governance imported 
from the West. This is mainly reflected in six aspects. First, harmony of man with nature by converting to 
Way of Heaven: the basic grounds for Chinese way of governing and its overall purpose. Only by following 
the universal law of Heaven can the subjective governance actions be justified. Second, harmony of the 
masses with nature realized through guiding popular feeling and will. This sets up the rationalized goal for 
the traditional way of governing, and shows clearly the way forward for idealized humanistic value. Third, 
humanistic care embodied in the educational role of propriety and music: the basic value underpainting 
of Chinese way of governing. Confucian way of governing has long been the mainstrea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ivilization of political education. Fourth, the overall harmony of the state reflected in lives shining 
on each other. It is in this general context that issues of governing a country and attending to state affairs 
are considered, and thereafter the ancient governance activities run consistent in mutual embededness and 
mutual interpretation of two cycles: Heaven-Man, Humanity-Thing. Fifth, the moral integrity of scholar-
officials represented by breadth of mind and vigorous endurance. The unique cultural tradition of scholar-
official politics makes scholar-officials shoulder responsibilities for attending to political-administrative 
affairs, and for designing humanistic education causes. Sixth, Great Harmony in a world of common good: 
the ultimate value pursuit and ideal goal of Chinese way of governing. To establish social and spiritual order 
of the world with Great Harmony has always been the unremitting and indefatigable pursuit of politicians 
and thinkers of all generations.

Keywords: “the second combination”; traditional Chinese way of governing; national governance; 
instrument rationality; value rationality; politic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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